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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課程教師對大學生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

印象的影響：示範有利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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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廚藝系 通識教育中心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高等教育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中，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社會學習之示

範有利性的差異，以及大學生的職業刻板印象與學習型態是否會受到教師楷模的影響。計

有 174位大一新生參與此項縱貫性研究，研究結果指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高於一般教
師，意即在合作教學中技術教師較可能成為學生所認同的角色楷模。就學習型態而言，無論

大學生認同的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他們對經驗引導的學習型態偏好高於理論引

導。交叉延宕方格分析指出，大學生知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愈高者，其後來的學習型態

偏好愈傾向經驗引導型式，學習型態偏好愈傾向經驗引導型式者，其後來所知覺技術教師的

示範有利性也愈高；一般教師的示範有利性與學生對理論引導型式的學習型態偏好具有相似

的相互關聯性。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的大學生，其職業刻板印象與技術教師較為一致；反

之，角色楷模為一般教師的大學生，其職業刻板印象則與一般教師較為一致。教師示範有利

性與學習型態、職業刻板印象的關係在一學期內相當穩定。本文最後討論研究發現，並提出

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大學生、示範有利性、社會學習論、學習型態、職業刻板印象

餐旅業被視為是二十一世紀服務業的主流（洪久賢，民 89），不但被政府規劃為重要的發展產業

之一，亦是能與世界接軌交流的產業（台灣日報，民 91）。餐旅產業的競爭力仰賴餐旅教育人力品質

的提升，為使餐旅科系畢業生在面對未來職業生涯時能夠配合知識經濟的發展、科技進步、以及適應

快速變遷的環境，高等餐旅教育不再只是強調一技在身的技能，更應注重培養具備終身學習、多元知

識、科技運用、創新能力、以及全球視野的學生（吳天元，民 90；彭台臨，民 90）。

教師是學生的引航者，學生價值觀的建立、職業生涯的發展與學習成就，教師往往是重要的影

響來源（王文科，民 80）。教師的學習歷程、教學態度等都關係著學生學習與教育目標的達成（湯

誌龍，民 90）。教師的價值觀，像是與學習表現最密切的能力觀，在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上扮演重

要角色（林文瑛，民 93）。吳坤璋、黃台珠和吳裕益（民 94）就發現，教師教學會透過對學生的學

習環境知覺和科學學習動機的影響，進而對學習成就產生重要的影響。張春興（民 83）替學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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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tyles）下了定義，他認為學習型態是學生在多變的學習環境中從事學習活動時，經由其

知覺、記憶、思維等歷程，在外顯行為上表現出帶有認知、情意、生理等習慣性特徵。根據社會學

習論（Bandura, 1977, 1986）的觀點，教師楷模的示範效應（modeling effect）可能對於學生的學習

型態扮演關鍵的角色（Carol, 1991; Charkins, O’Toole, & Wetzel, 1985; Honigsfeld & Schiering, 2004; 

Whittington & Connors, 2005）。在餐旅教育的養成過程中，學生可能透過示範效應學習到教師楷模

所示範的學習型態，進而反映在學習成就上面。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證實，在不同教育階段中，學

習型態與學業成就或學習表現有密切關係（Cassidy & Eachus, 2000; Collinson, 2000; Snyder, 2000）。

對於大學生而言，學習型態不僅與其所選擇的學習經驗有關（Reading-Brown & Hayden, 1989），亦

會對其學業成就有顯著影響（Guild & Garger, 1985; Matthews, 1991）。此外，學生的刻板印象同樣和

教師楷模有密切關聯（Fennema, 1990; Keller, 2001; Solomon, 1997）。在生涯信念中，職業刻板印象

（occupational stereotypes）更與大學學習、未來生涯發展、以及生涯決定等有密切關係（Kirrane & 

Ryan, 2000; Nelson, Acker, & Manis, 1996），它能夠影響學生對於職場工作之性別與專業角色的知覺與

印象，進而左右職業活動偏好與職業選擇取向（黃天中，民 84）。因此，在高等餐旅教育中，教師對

於學生的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印象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目前國內的餐旅教育大致分為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兩大體系，高等教育分佈在所謂綜合大學系統

中，主要以專業理論或基礎研究為主，技職教育體系則以培育具備專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兼重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為達成此一目的，有些技術性的課程，如餐飲製備與服務、烘焙廚藝課程、觀光行程

規劃與導覽等，需要結合所謂技術教師進行合作教學（collaborative teaching）。在高教技職教育的合

作教學中，學校所任用的技術教師多為已在實務界具有相當專業成就與聲譽者，主要的教學任務為負

責專業技能的示範與指導學生的實作演練。一般教師則是負責理論與專業知識的講授，由具備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的講師或教授職級的老師擔任（楊昭景，民 89）。

為達成全人教育的理念與培育優質餐旅人才的目標，學生應有彈性、多元的學習楷模。然而，在

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中，學生面臨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兩類角色楷模，究竟那一類教師較有可能在

合作教學中成為大學生的角色楷模，並透過示範效應影響學生的學習型態偏好與職業刻板印象，將

是左右大學生學習成就與未來生涯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本研究乃從競爭楷模的「示範有利性」

（modeling priority）切入，它是指某一示範者相較於其他示範者而言，成為觀察者所認同之角色楷

模的相對優勢。透過比較兩類教師的示範有利性，可以理解並預測那一類教師在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

中對於學生的示範效應比較顯著。本研究基於合作教學中兩類教師楷模在示範有利性的相對優勢，以

縱貫性設計探討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對於學生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印象的差異性衝激，主要的研究問

題包括：探討合作教學中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差異（研究問題一）；學生的學習型態

（經驗引導對理論引導）是否會因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的差異而與所認同的教師楷模一致（研究問題

二）；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是否具有相互關聯性（研究問題三）；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對於學生職業

刻板印象的差異性影響（研究問題四）；教師楷模示範有利性與學生的學習型態、職業刻板印象的關

係是否會隨時間而改變（研究問題五）。

一、社會學習論的示範效應

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指出個體能在社會情境中觀察別人的行為作為學習的楷

模，在社會學習或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時，學習者面對楷模的示範行為進行模仿時，

會因學習者當時的心理需求與學習層次進而產生不同型態的模仿（郭順利，民 87；Bandura, 1977, 

1986）。例如，直接模仿（direct modeling）是一種最簡單的模仿學習，以餐旅教育的技術類課程為

例，如中餐師傅起爐時習慣在台面上敲打，學生也跟著仿效。綜合模仿（synthesized modeling）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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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經由楷模的諸多相似行為，綜合而得的行為學習，例如學習技術教師在烹調食物的一系列動

作。象徵模仿（symbolic modeling）則強調觀察者並非模仿「楷模」的具體行為，而是其性格、特

質、或其行為所代表的意義。例如，技術教師對於廚藝的理念與創意，都是學生可能的象徵模仿來

源。抽象模仿（abstract modeling）意指學習者從觀察學習中學習到的是抽象的原則，而非具體行為，

例如，老師對題目的解答思考原則，會使學生學習到解題的原則（郭順利，民 97）。

從上述關於社會學習所產生的示範效應可以得知，在餐旅教育的養成過程中，尤其是技術類課程

的合作教學中，學生（觀察者）不僅可以從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楷模上學習到動作技

能，更重要的象徵模仿與抽象模仿，學生可能透過示範效應進而認同或內化兩類教師所示範行為背後

的態度、信念、價值觀等等，誠如本研究所重視的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印象。

二、楷模的示範有利性與其示範效應的關係

（一）楷模的示範有利性

根據社會學習論的觀點，在社會學習的發生歷程中，觀察者能否注意楷模的示範是觀察學習能否

產生的重要基礎。因此，在相同的情境下，觀察者的注意焦點不同，所認同的楷模與習得的行為也

會因此而不同（羅瑞玉，82；Bandura, 1977, 1986）。影響注意歷程的因素有以下幾點，就「楷模的特

性」而言，行為表現較為突出的楷模會受到較多的注意，楷模的行為是否明確、獨特，都會影響觀察

者的注意歷程。若從「楷模的特質」而言，示範者的特質與觀察者越類似越能吸引其注意（郭順利，

民 87；萬家春，民 81）。因此，從角色楷模之示範有利性的概念而言，下列應為決定楷模示範有利性

的主要因素：第一，行為示範者比其他競爭的楷模較為突出；第二，行為示範者被觀察者喜歡或尊

敬；第三，示範者被觀察者認為與其本身相似；第四，示範者的行為被強化（郭順利，民 87；萬家

春，民 81；羅瑞玉，民 82；Bandura, 1977; Sternberg, 2000）。上述四項即是本研究認為兩類教師在所

謂示範有利性上的決定因素，提出示範有利性的概念，有助於了解不同楷模在示範效應上為何有所差

異的原因，而不必間接考量楷模與觀察者在能力、性別、學歷、經驗、職位、年齡、性別地位等特徵

的相似性，更能夠直接反映不同楷模在其對觀察者之示範效應的相對優勢與影響力。

（二）技術教師、一般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差異

從前述影響楷模示範有利性的主要因素觀之，首先，技術教師來自於業界，有豐富的職場經驗及

實務操作能力，在技術課程中較能攫獲學生的注意力。一般教師在課堂上則以教材內容說明與理論

概念的講解為主，因此，技術教師在技術課程的示範上應比一般教師突出，同時也較一般教師容易獲

得學生的尊敬或喜歡。楊昭景（民 89）曾對高雄餐旅學院中餐廚藝科的二專部新生進行調查，發現

84%學生在個人目標的設定上，希望在十年內能夠成為飯店主廚，這項研究結果指出技術教師與學生

未來的職業角色比較相符，學生應傾向認為自己與技術教師較為相似。再者，就任教於大專校院的技

術教師而言，他（她）們通常已在業界享有相當聲譽，在大專技術教師任用條例的規範下，所聘用的

技術教師大都具備相當水平的專業成就，技術教師的專業表現也常在各種專業技能競賽中獲得肯定。

因此，就示範者行為是否被強化而言，技術教師在實作技能的表現上，受到強化的情形應該高於一般

教師。

在餐旅教育的養成過程中，既然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行為示範者比其他競爭者突出」、「示範

者被觀察者喜歡或尊敬」、「示範者被觀察者認為與觀察者相似」、以及「示範者的行為被強化」等決

定示範有利性的因素上有所不同，兩類教師便可能因其示範有利性的差異，使得其中一方較易成為大

學生的角色楷模。在此同時，學生可能因其所認同的角色楷模不同，透過社會學習歷程的示範效應，

在餐旅教育的養成過程中，學習到認同楷模所示範的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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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楷模對於學生之學習型態、職業刻板印象的影響及其重要性

教師是學生成長中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教師若能成為學生所認同的楷模，教師所示

範的學習型態、專業知能、道德規範、甚至生涯信念等都可能成為學生自我評估與人生目標的典範

（王文科，民 80）。在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中，技術教師通常負責實作技能的示範，一般教師則負責

概念與學理的說明。因此，兩類教師所強調與示範的學習型態會因其所擔負的教學任務不同而有所差

異，Honigsfeld和 Schiering（2004）發現教師的學習型態偏好會影響教學風格（teaching styles）。在

高等教育中，Charkins等人（1985）指出教師的學習型態與其教學風格有一致性，當學生與教師的學

習型態愈一致時，學生對於學科的態度與成就愈好。陳夏蓮、李薇莉（民 89）的研究也顯示當教師

和學生的學習型態一致時，學生有較高的滿意度。Carol（1991）發現教師的學習型態能夠影響學生，

因其自身的學習經驗會透過教學示範而對學生產生影響。Haar, Hall, Schoepp和 Smith（2002）亦指出

教師能夠對學生的學習型態有所影響。倘若在高等餐旅教育的技術課程中，由於兩類教師的養成經驗

與彼此在合作教學中的任務有所差異，這將使其在教學過程中示範不同的學習型態與教學風格，並透

過社會學習對學生產生不同的示範效應。

基於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差異，學生可能因此差異而較認同其中一類教師做為他

們的角色楷模，並經由示範效應進而產生不同的學習型態偏好，這將會對他們的學習態度與學業成

就有重要的影響。這是因為 Reading-Brown和 Hayden（1989）發現生涯導向的大學生，學習型態會

影響他們所選擇的學習經驗。學習型態對於學習成就或表現的影響，在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學習領

域皆已獲得證實。例如，Collinson（2000）發現在國民教育階段，不同的學習型態伴隨著不同水平的

學業成就。在中等教育方面，Snyder（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高中生的學習型態與學業成就有關係，

Matthews（1996）亦發現學習型態與高中生所知覺的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在高等教育中，鍾菁（民

83）的研究指出學習型態與學業成績有關，Cassidy和 Eachus（2000）的研究發現學習型態是學業成

就的顯著貢獻因子之一。由此觀之，在高等餐旅教育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中，由於兩類教師楷模在示

範有利性的差異，無論學生的學習型態與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較為一致，都可能使學生透過示範效應

而產生不同的學習型態偏好。

至於教師楷模的職業刻板印象對於學生的影響為何？ Fennema（1990）指出教師可能透過教學而

傳遞自己的刻板印象。Solomon（1997）發現教師的刻板印象會使其在教學中導入不同的角色、觀點、

以及活動，如果學生知覺到教師所示範的刻板印象，將使其本身的刻板印象受到影響。Keller（2001）

在控制成就、興趣、自信、年級、學校學程等因素後，發現教師的刻板印象依然顯著影響學生的刻板

印象。

技術課程合作教學中的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通常來自於不同的成長與學習歷程，兩者對職業生

涯的認知與體會有所不同（楊昭景，民 89），透過示範效應，兩類教師的職業刻板印象應對學生產生

重要的示範作用。倘若大學生在餐旅教育的養成過程中，因為教學楷模在示範有利性的相對優勢，將

使其選擇其中一類教師做為主要認同的角色楷模，並透過社會學習內化該類教師所示範的職業刻板印

象，這將對他們的學習成就與職業生涯發展將有重要影響。因為 Fox和 Renas（1977）發現大學生所

認同的角色楷模對其生涯信念與未來生涯決策有重要影響。在職業刻板印象與職業生涯發展的關係

上，Miller（1960）亦曾指出就業者的職業興趣和其對於工作性質的了解，受到職業刻板印象的影響

大過於對工作的實際知識，Lipton和 O’Connor（1991）的研究則證實人們會因職業刻板印象而對中

性的工作描述有不同的反應。在 Kirrane和 Ryan（2000）針對大學生、管理者、以及企業領導人的大

型調查中，發現職業性別刻板印象與生涯期待有關，生涯優先順序也會受到它的顯著影響。Nelson et 

al.（1996）的研究則指出職業刻板印象是生涯目標的重要決定因子，即使在假設性的理想狀況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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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涯目標依舊擺脫不了職業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上述研究皆指出職業刻板印象與生涯發展有關

的變項有密切關係。從教師楷模的示範有利性觀之，較具示範有利性的角色楷模，將對大學生的職業

刻板印象和後續生涯發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方 　 　 法

一、研究對象與程序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說明，本研究以高雄餐旅學院大學部新生為研究樣本，探討技術教師與一般教

師對於學生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印象的差異性影響。由於本研究為縱貫性設計，授課教師與學生的配

合將對研究資料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採取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的方式，選擇具有高度合

作意願的班級。正式樣本包括四技中餐廚藝系一年級「調味科學與實習」乙班、餐飲管理系二專一年

級「中餐烹飪」兩班、以及餐飲管理系四技一年級「中餐烹飪」乙班的教師與學生。在上述技術課程

中，均有乙位一般教師與乙位技術教師進行合作教學，一般教師擔任理論的講解、說明，技術教師的

主要任務則為動作技能的示範。由於每位學生都同時經歷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的教學示範，適合本研

究探討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示範效應差異性的目的。以大一新生為樣本，主要是因為他們剛進入大

學就讀，更能反映教師楷模在餐旅高等教育的養成過程中，對於學生社會學習的起始影響，研究結果

對於教育行政、課程與教學等層面更具啟發性。本研究的有效樣本為 174位在餐旅高等教育修習技術

類課程的大學部新生，而且其認同的教師楷模皆可明確界定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者。

本研究採用調查法蒐集資料，研究者在進行調查前已先和授課教師取得合作共識，學生雖可選擇

參與與否或中途退出，但全程參與研究者可以獲得平時成績的額外分數，藉此減少「受試者漏失」，

並增加學生的投入程度。由於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示範效應有利性的差異、教學

楷模示範有利性與學生學習型態、職業刻板印象的關係、以及上述關係是否穩定。因此，適合採取前

後測的縱貫性設計蒐集資料。

A1

B1 B2

A2

rB1A2

rA1B2

rA2B2rA1B1

圖 1　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的交叉方格延宕設計

基於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的互為因果關係亦為本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交叉延宕方

格設計」（cross-lagged panel design）（Cook & Campbell, 1979）的資料分析模式，適合在前後測設計的

研究中檢驗此類問題。該資料分析模式如圖 1所示，其中 A變項為兩類教師在學生（觀察者）所知

覺的示範有利性，B變項為學習型態（變項的下標數字代表測量時間點，其中 1表示前測，2表示後

測）。在交叉延宕方格分析中，透過同時係數（synchronous coefficients: r A1B1 & r A2B2）可以瞭解示範有

利性與學習型態的關係是否具有穩定性。經由二個變項相互影響之交叉係數（panel coefficients: r B1A2 

& r A1B2）的顯著性與差異性，得以探討二者相互關聯性的方向與大小。

研究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中進行預試，採取立意取樣，計有高雄餐旅學院四技中廚系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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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乙班、以及烘焙管理系乙班共計 140位學生為預試對象，總共回收 132份預試問卷，剔除

漏答與明顯反應偏差的問卷後，有效樣本為 114位。預試目的為進行量表的項目分析，並檢驗其信度

與效度。在九十二學年第二學期初，針對正式研究樣本，進行第一次評量（前測），以瞭解學生所知

覺的教師示範有利性及其影響變項（學習型態與職業刻板印象）的初始情形。同時，亦針對合作教學

中的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進行職業刻板印象的評量，以獲得衡量學生與教師在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

參照資料。在第二學期技術課程結束時進行相關變項的第二次測量（後測），並以參與者的身分證字

號後四碼做為前後測資料配對的依據。

二、研究工具

（一）角色楷模的示範有利性

根據影響示範有利的因素（包括行為示範者比其他競爭者突出；行為示範者被觀察者喜歡或尊

敬；示範者被觀察者認為與觀察者相似；示範者的行為被強化）（郭順利，民 87；羅瑞玉，民 82；

Bandura, 1977, 1986）編製量表預測題目，先交由兩位熟悉社會學習論與不知研究目的的獨立評量

者，進行專家效度的檢驗，刪去評分不一致的題目。經過專家效度的檢驗後，預試量表包括技術教師

與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兩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由正、反向敘述題目各十一題所組成，預試量表總計

二十二個題目。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的題目如：「擁有和技術教師一樣的高超技術，是我追求

的夢想」，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的題目如：「一般教師的理論說明比技術教師更能說服我」。預

試量表施測時，要求受試在李克特式七點量表上（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評量技術教師

與一般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有利程度，並分別給予七至一分，反向題目計分反之。

預試量表在項目分析時的選題效標為：第一，該題目對於所屬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有正向貢

獻者。第二，根據內部凝聚性的檢驗方式（Anastasi & Urbina, 1996），考驗每一題目得分與分量表總

分相關是否達顯著水準。經過項目分析，正式量表包括技術教師分量表的九個題目與一般教師示範有

利性分量表的八個題目。在內部一致性信度方面，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85，一

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82，合乎評估團體測驗內部一致性的一般標準（.80; Anastasi 

& Urbina）。由於採取前後測設計，可以獲得間隔一學期的再測信度資料，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

表的再測信度係數為 .52，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的再測信度係數為 .54。

在內部凝聚效度方面（Anastasi & Urbina, 1996），正式量表每個題目與其分量表總分相關皆達 

.05顯著水準，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其內部凝聚的相關係數大小介於 .41到 .63之間，一般

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其內部凝聚的相關係數大小介於 .31到 .61之間。整體而言，本量表的內

部凝聚效度適當。在建構效度方面，以正式施測的前測資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以下簡稱 CFA），應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的測量模式，檢

驗兩個分量表（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其所屬項目的整體適合度。在參照觀

察變項間誤差共變量（error covariance）的建議後，修正後模式的相關指標分別為 GFI = .91，AGFI 

= .89，NFI = .90，RMSEA = .06，由於模式適合度指標宜在 .90以上，殘差指標宜在 .05以下（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2002），本量表 CFA的結果接近可接受水準。所有題目與其所屬潛在變項

的路徑係數皆達 .01顯著水準（t 值介於 4.09到 8.36之間），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之九個題目

的路徑係數介於 0.45到 1.01之間，一般教師分量表之八個題目的路徑係數介於 0.51到 1.04之間。

正式施測時，為了減少「習慣性誤差」（habituation error），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的題

目，採取隨機排列方式呈現。在計分方面，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七至一分，

反向題目計分反之。將兩個分量表的總分除以題數，因此，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的得分介於一至七

分之間，得分愈高表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的示範有利性愈高。在示範有利組的歸類方面，由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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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試各有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兩個得分，依照兩個得分差異數之標準差（σ差異分數 

= 1.12），若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得分高於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的差異分數大差異分數半個標準差以

上，則將受試歸類到「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反之則歸類於「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

（二）學習型態

過去研究在測量大學生的學習型態時，較常採用的測量工具為「學習型態量表」（Learning Style 

Inventory，以下簡稱 LSI; Kolb, 1985），近年來亦有「學習型態指標」（Index of Learning Style，以下

簡稱 ILS; Felder & Silverman, 1988）、「學習型態調查」（Learning Style Survey，以下簡稱 LSS; Jester, 

2000）、以及「學習型態問卷」（Learning Style Questionnaire，以下簡稱 LSQ; Honey & Mumford, 

1992）。上述幾個常用來測量學習型態的量表，並非針對餐旅教育的技術類課程所發展。再者，被應

用與使用最廣的 LSI，已有實徵研究指出該量表的「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不如預期（Loo, 

2002）。此外，在最近一篇比較 ILS與 LSS兩種學習型態測量工具與學習成就關聯性的研究中，指

出這兩個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偏低，並且它們與學習成就無顯著關聯（Bacon, 2004）。Hayes和

Allinson（1990）在針對 LSQ的效度檢驗研究中，指出它的「同時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與「預

測效度」仍有問題。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技術教師、一般教師在餐旅高等教育技術類課程中，對

於學生示範效應的影響，基於技術類課程的特性與上述量表並不符合，以及上述量表效度檢驗的結果

並非理想，學習型態量表決定採用自編方式，期使量表題目更符合技術類課程的特性並反映技術課程

的學習型態。

為符合研究目的，學習型態是根據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在知識傳授途徑的差異加以界定。在餐旅

教育的專業科目中，通常是由一般教師擔任理論講解、說明，技術教師則負責實作技能的示範、指

導、及回饋。因此，從認知處理的兩種模式觀之，一般教師較偏向所謂的「理論引導型式」（theory-

driven mode），技術教師則較偏向「經驗引導型式」（experience-driven mode）。本研究關於學習型態

偏好的測量乃根據理論引導與經驗引導的概念，分別編寫預試量表的題目，然後先交由兩位不知研究

目的的獨立評量者，進行專家效度的檢驗。在評量時，依據本研究關於兩種學習型態的界定，以二元

計分量表（「適合」與「不適合」）評量題目與其所屬學習型態的適切性，並刪去評分不一致的題目。

經過專家效度的檢驗後，預試量表包括理論引導與經驗引導兩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由正、負向敘述

各五個題目所組成，預試量表總計二十個題目。預試時，要求受試在李克特式七點量表上（從「非常

同意」到「非常不同意」）評量個人在學習型態上的偏好程度，分別給予七至一分，反向題目計分反

之。

預試量表項目分析的選題效標為：第一，該題目對於所屬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有正向貢獻

者。若刪去某題後，其所屬分量表內部一致性增加者，則正式量表不包括該題目。第二，採用「驗證

性因素分析」，以結構方程模型的測量模式，檢驗兩個分量表（理論引導與經驗引導）與其所屬題目

之間的路徑係數是否達到顯著水準，然後淘汱不佳的量表題目。經過項目分析後，正式量表包括理論

引導與經驗引導各七個題目。理論引導分量表的題目如：「我認為多聽理論說明比看專業師父的示範

還要重要」，經驗引導分量表的題目如：「我認為未來工作上，技術層面勝過理論層面，所以應著重技

術操作」。

在內部一致性信度方面，理論引導分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78，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的信度

係數為 .80，接近評估團體測驗的一般水準（.80; Anastasi & Urbina, 1996）。前後測的縱貫設計可以獲

得間隔一學期的再測信度資料，理論引導分量表的再測信度係數為 .27，經驗引導分量表的再測信度

係數為 .32。

在建構效度方面，本量表進行 CFA所得的模式適合度指標，分別為 GFI = .91，AGFI = .89，NFI 

= .90，RMSEA = .05，CFA的結果顯示本量表趨近可接受水準。所有題目與其潛在變項的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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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達 .05顯著水準（t 值介於 1.89到 9.59之間），理論引導分量表之七個題目的路徑係數介於 0.34到

1.04之間，經驗引導分量表之七個題目的路徑係數介於 0.66到 1.11之間。在內部凝聚效度方面，正

式量表每個題目與其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皆達 .05顯著水準。在理論引導分量表中，內部凝聚的相關係

數大小介於 .35到 .53之間。在經驗引導的分量表中，內部凝聚的相關係數大小介於 .33到 .59之間。

整體而言，本量表的內部凝聚效度適當。

正式施測時，為了減少「習慣性誤差」，理論引導與經驗引導的題目採取隨機排列方式呈現。在

計分方面，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七至一分，反向題目的計分反之，兩個分量表

的總分介於七至四十九分之間。每位受試分別有理論引導與經驗引導兩種學習型態的得分，得分愈高

表示受試愈認同理論引導或經驗引導的學習型態。

（三）職業刻板印象

由於餐旅業為一專業技能導向的行業，大學生主修領域與職業刻板印象有所關聯（Daymont & 

Andrisani, 1984），餐旅業的職務與性別亦有密切關聯性（趙珠吟，民 92）。許多研究亦發現性別與職

業刻板印象亦有顯著關聯性（Marcis & Lawrimore, 1994; Oswald, 2003; Sigelman & Shaffer, 1995; Yoder 

& Schleicher, 1996），Franken（1983）與 Reid（1995）的實徵研究發現透過示範效應與模仿的社會學

習，可以解釋為何學生傾向選擇與性別刻板印象一致的職業。這些文獻指出職業刻板印象必須包括

「專業刻板印象」與「性別刻板印象」兩個部份，才能契合餐旅教育的特性 ,，以及餐旅業的生涯發

展和職場現況。

在編製職業刻板印象的預試量表時，專業刻板印象選取紀憲燕（民 83）「生涯信念檢核表」中與

專業刻板印象有關的題目，包括面子主義兩題，專業至上兩題，並針對餐旅行業的特性略做行文修

飾，再編寫五題的專業刻板印象題目，總計九個題目組成預試分量表，例如：「從事餐旅行業時，我

會考慮這份工作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評價」。在性別刻板印象方面，選取紀憲燕「生涯信念檢核表」中

與性別刻板印象有關的題目，包括性別刻板印象一題，角色刻板印象一題，同樣在餐旅行業脈絡下進

行修飾，再編寫六題與職業性別刻板印象有關的題目，總計八個題目組成預試分量表，例如：「女性

在生涯選擇時，較容易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在預試之前，兩個預試分量表的題目皆通過專家效度

的檢驗。

預試量表施測時，要求受試在李克特式七點量表（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上反應，

分別給予七至一分，反向題目的計分則反之。項目分析的選題效標為：第一，該題目對於所屬分量

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有正向貢獻者予以保留。第二，根據內部凝聚性的檢驗方法（Anastasi & Urbina, 

1996），考驗每一題目得分與分量表總分相關是否達顯著水準。

經過項目分析後，計有專業刻板印象八個題目與性別刻板印象七個題目形成正式量表。在內部一

致性信度方面，專業刻板印象分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84，性別刻板印象分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86，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符合評估團體測驗一般標準（.80; Anastasi & Urbina, 1996）。在內部凝聚效度上，正式

量表每個題目與其分量表總分相關皆達 .05顯著水準。專業刻板印象分量表，內部凝聚的相關係數大

小介於 .41到 .63之間。性別刻板印象分量表，內部凝聚的相關係數大小介於 .31到 .61之間。整體而

言，本量表的內部凝聚效度適當。

在建構效度方面，以正式施測時的前測資料進行 CFA，模式適合度的相關指標分別為 GFI = 

.90，AGFI = .89，NFI = .90，RMSEA = .06，CFA的結果為接近可接受水準。所有題目與其所屬潛在

變項的路徑係數皆達 .05顯著水準（t 值介於 1.61到 7.30之間），專業刻板印象分量表之八個題目的

路徑係數介於 0.37到 1.24之間，性別刻板印象分量表之七個題目的路徑係數介於 0.31到 1.23之間。

在學生與教師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計分方面，以兩類任課教師在本量表的得分，做為衡量學生

與教師在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參照基準，將學生與其所屬任課教師得分差異的「絕對值」，做為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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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得分。換言之，每位受試分別有其與技術教師、一般教師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

兩個分數，得分愈低表示與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在職業刻板印象上愈接近。

結 　 　 果

一、技術教師、一般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差異

根據研究問題一，先檢驗技術教師對於學生的示範有利性是否高於一般教師。由於研究樣本的

性別比例並不相等（男性 69人，女性 105人），在社會學習中，性別為可能影響示範效應的重要因

素（羅瑞玉，民 82; Bandura, 1977, 1986），因此，宜先檢驗性別與角色楷模的示範有利性是否具有交

互作用。以性別與示範有利性為自變項，學生在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的得分為依變項，其中性別為

受試者間因子（between-subjects factor：男性對女性），示範有利性為受試者內因子（within-subjects 

factor：技術教師對一般教師）。前測與後測之性別與示範有利性的描述統計如表 1。

表 1　性別、示範有利性之前後測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性別

示範有利性 × 前後測 男性（n = 69） 女性（n = 105） 列平均數（標準差）

前測

　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 5.66（0.88） 5.72（0.72） 5.70（0.79）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 4.16（0.83） 4.19（0.73） 4.18（0.77）

後測

　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 5.34（0.87） 5.26（0.82） 5.29（0.84）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 4.17（0.78） 4.22（0.73） 4.20（0.75）

註：示範有利性得分介於一至七分。

根據表 1，針對前後測的資料，分別進行二因子混合設計的變異數分析，為檢驗示範有利性的性

別差異，觀察重點首先在於性別與示範有利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是否顯著。在前測方面，二因子交互

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1, 172）= 0.03, ns.），顯示前測資料中，兩類教師的示範有利性不因性別而有

所差異。在後測方面，二因子交互作用同樣未達顯著水準（F（1, 172）= 0.59, ns.），顯示後測資料中，

兩類教師的示範有利性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因此，針對研究目的，將觀察兩類教師對於學生所知覺

的示範有利性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為控制第一類型錯誤率，將「族系」（familywise）的整體錯誤設為 .05，每個示範有利性主要效

果所分配到的錯誤率（顯著水準）為 .025。在示範有利性的主要效果方面，兩類教師在前測之示範有

利性上達顯著水準（F（1, 173）= 325.49, p  < .025），顯示技術教師（M 前測 = 5.70）的示範有利性高於

一般教師（M 前測 = 4.18）。在後測的示範有利性方面，兩類教師在示範有利性上亦達顯著水準（F（1, 

173）= 157.66, p  < .025），技術教師（M 後測  = 5.29）的示範有利性高於一般教師（M 後測 = 4.20）。

綜合兩類教師在前後測示範有利性差異的考驗結果，在一個學期的時距中，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

性皆高於一般教師。然而，兩類教師的示範有利性與測量時間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1, 

173）= 22.47, p  < .001），根據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的效果量差異（η2 前測差異 = .65與 η2 後測差異 = .48），

指出技術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優勢在一學期後稍微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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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範有利性對於學習型態的影響及其關係的穩定性

根據研究問題二與研究問題五，在檢驗大學生所偏好的學習型態（經驗引導對理論引導）是否會

受其角色楷模所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會隨時間而改變時，先將樣本區分為「技術教師示範有利

組」與「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每位受試在前測與後測時，分別有理論引導、經驗引導兩種學習型

態的得分，示範有利組在學習型態兩個分量表得分之描述統計如表 2。

先以角色楷模為受試者間變項，學習型態與前後測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三因子混合設計的變異

數分析，結果發現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1, 172）= 1.92, ns.），學習型態與前後測的二因

子交互作用亦未達顯著水準（F（1, 172）= 0.37, ns.），顯示兩種學習型態的得分差異在前後測資料中

並未不同。但角色楷模與學習型態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1, 172）= 5.15, p < .05），於是依照研

究目的，分別就前測與後測的資料，探討角色楷模與學習型態的關係。

表 2　示範有利組在學習型態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學習型態 × 前後測

角色楷模

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n = 142）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n = 32）

前測

經驗引導 36.30（6.44） 34.03（6.45）

理論引導 30.02（5.90） 31.50（4.58）

後測

經驗引導 35.46（6.64） 33.68（6.34）

理論引導 30.79（4.98） 30.53（4.48）

註： 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分量表總分介於七至四十二分之間，在某一分量表的得分愈高，表示愈偏好該

種學習型態。

以二因子混合設計模式進行變異數分析，其中角色楷模為受試者間變項（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對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學習型態受試者內變項（經驗引導對理論引導），分別針對前測與後測資料

進行檢定。在前測方面，角色楷模與學習型態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1, 172）= 7.97, p  < 

.01），表示不同示範有利組的大學生，其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差異有所不同。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以分別了解兩個示範有利組的大學生，在兩種學習型態得分上的差異。就「技術教師示範

有利組」而言，其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1, 141）= 117.90, η2 = .45, p  < .001），

認同技術教師為楷模者，經驗引導的學習型態得分（M 前測 = 36.30）顯著高於理論引導的學習型態

（M 前測 = 30.02）。就「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而言，其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1, 

31）= 5.23, η2 = .14, p  < .05），認同一般教師為楷模者，經驗引導的學習型態得分（M 前測 = 34.03）同

樣高於理論引導的學習型態（M 前測 = 31.50）。由上述研究發現可知，無論大學生的角色楷模為技術教

師或一般教師，其前測的經驗引導得分皆高於理論引導得分。由於技術教師有利組在兩種學習型態得

分差異的效果量（η2 = .45）顯著大於一般教師有利組（η2 = .14），二因子交互作用的意義應為，經驗

引導得分高於理論引導的情形在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者身上較角色楷模為一般教師者明顯。

在後測方面，角色楷模與學習型態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1, 172）= 1.03, ns.），表

示不同示範有利組的大學生，其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學習型態差異並無不同。接著以單純主要效

果分別探討兩個示範有利組的大學生，在兩種學習型態得分上的差異。就「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

而言，其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1, 141）= 52.59, η2 = .27, p  < .001），認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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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楷模者，經驗引導的學習型態得分（M 後測 = 35.46）顯著高於理論引導的學習型態（M 後測 = 

30.79）。就「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而言，其經驗引導與理論引導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1, 31）= 5.94, 

η2 = .16, p  < .05），認同一般教師為楷模者，經驗引導的學習型態得分（M 前測 = 33.68）同樣高於理論

引導的學習型態（M 前測 = 30.53）。由上述研究發現可知，無論大學生的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

師，其後測時經驗引導得分皆高於理論引導得分。綜合研究發現指出，技術教師因其示範有利性的相

對優勢，他們對於學生學習型態偏好的影響在一學期之內相當穩定。

三、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的互為因果關係

在檢驗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的相互關聯性方面（研究問題三），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大學生知覺

某類教師的示範有利性與其後來學習型態偏好的關係，以及當大學生的學習型態與某類教師所強調

者較為一致時，是否也會影響後來對此角色楷模的示範有利性。本研究所採取的「交叉延宕方格設

計」，可以提供上述研究問題的答案。

依照之前關於「交叉延宕方格設計」的分析模式，A變項為示範有利性，B變項為學習型態，同

時係數可以瞭解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的關係是否具有穩定性。二個變項相互影響之交叉係數的顯著

性與差異性，可以得知二者相互關聯性的因果方向與大小。分別針對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驗引導

型式、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型式，進行交叉延宕方格分析，為控制整體的第一類型錯誤

率，將每個交叉延宕方格分析的整體顯著水準設為 .05，由於此分析包括兩組再測信度、同時係數、

以及交叉係數，因此，每一個相關係數所分配到的錯誤率近似 .01，並以此做為每個相關係數顯著與

否的判準，這可使交叉延宕方格分析的整體錯誤率控制在 .05之內，示範有利性與兩種學習型態得分

之交叉延宕方格分析的結果如表 3所示。

表 3　教學楷模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之交叉延宕方格分析

A1 B1 A2 B2

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驗引導

A1：技術教師有利性前測  .80a

B1：經驗引導型式前測   .43b*  .84a

A2：技術教師有利性後測   .52c*   .25d*  .82a

B2：經驗引導型式後測   .36d*   .32c*   .66b* .85a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

A1：一般教師有利性前測  .81a

B1：理論引導型式前測   .35b*  .83a

A2：一般教師有利性後測   .54c*   .21d*  .85a

B2：理論引導型式前測   .30d*   .27c*   .44b* .83a

註： 變項下標數字 1表示前測，2表示後測；a為內部一致性α係數，b為同時係數，c為再測信度，d為交

叉係數。

* p < .01

根據表 3，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經驗引導型式二者之前後測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分別為 

r A1A2 = .52, p  < .01; r  B1B2 = .32, p  < .01），顯示本研究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與理論引導型式分量表

的再測信度適當。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驗引導型式之同時係數（意指二者關係的穩定性）在前測

與後測皆達顯著水準（分別為 r A1B1 = .43, p  < .01; r  A2B2 = .66, p  < .01），顯示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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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引導型式有明顯的正向關聯性，二者的相關性在一學期的時距內相當穩定。在交叉係數（變項間

的相互影響）方面，前測之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後測之經驗引導型式的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r A1B2 

= .36, p  < .01），前測之經驗引導型式與後測之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的相關係數亦達顯著水準（r  B1A2 = 

.25, p  < .01），二個交叉係數之間沒有顯著差異（t  = 1.13, ns.）。這指出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驗引

導型式二者具有相互影響且預測效力相當的關係，意即大學生認為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愈高，其後來

的學習型態愈傾向經驗引導型式，而學習型態愈傾向經驗引導型式，其後來認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

性也會愈高。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理論引導型式二者之前後測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分別為 r A1A2 = .54, p  

< .01; r  B1B2 = .27, p  < .01），顯示本研究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分量表與理論引導型式分量表的再測信度

適當。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型式之同時係數（意指二者關係的穩定性）在前測與後測皆達

顯著水準（分別為 r A1B1 = .35, p  < .01; r A2B2 = .44, p  < .01），顯示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型式

有明顯的正向關聯性，二者的關係在一學期的時距內相當穩定。在交叉係數（變項間的相互影響）

方面，前測之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後測之理論引導型式的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r A1B2 = .30, p  < 

.01），前測之理論引導型式與後測之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的相關係數亦達顯著水準（r B1A2 = .21, p  < 

.01），二個交叉係數的大小沒有顯著差異（t = .90, ns.）。這指出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型式

二者具有相互影響且預測效力相當的關係；換言之，大學生認為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愈高，其後來的

學習型態愈傾向理論引導型式，而學習型態愈傾向理論引導型式，後來認為一般教師的示範有利性也

會愈高。

在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兩類變項的區辨係數方面，前測之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r = 

-.07, ns.）、前測之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驗引導（r = .05, ns.）、後測之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

引導（r = .06, ns.）、後測之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經驗引導（r = -.02, ns.）等相關係數皆未達顯著，

這指出技術教師有利性與經驗引導的同時係數並未受到理論引導的干擾，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

引導的同時係數並未受到經驗引導的干擾。另外，前測之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與後測之理論引導（r 

= .11, ns.）、前測之理論引導與後測之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r = -.13, ns.）、前測之一般教師示範有利

性與後測之經驗引導（r = .08, ns.）、前測之經驗引導與後測之一般教師技示範有利性（r = .30, ns.）等

相關係數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技術教師有利性與經驗引導的交叉係數並未受到一般技術教師有利性

與理論引導的干擾。同時，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與理論引導的交叉係數並未受到技術教師有利性與經

驗引導的干擾。

四、示範有利性對於職業刻板印象的影響及其關係的穩定性

為探討學生職業刻板印象是否與其所認同的角色楷模的較為一致（研究問題四），以及這層關係

是否會隨時間而改變（研究問題五），根據前述關於兩類教師示範有利組的分類，研究樣本中屬於

「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為 142人，屬於「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為 32人。每位學生按照其歸類組

別，分別計算其與兩類教師（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在職業刻板印象的差異分數（取絕對值），角色

楷模與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前後測）的描述統計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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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示範有利組在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一致性 × 前後測

角色楷模

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n = 142） 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n = 32）

前測

　與技術教師一致性 12.47（7.93） 16.75（10.39）

　與一般教師一致性 14.73（8.53） 12.56（8.76）

後測

　與技術教師一致性 13.48（6.97） 15.97（6.90）

　與一般教師一致性 15.84（10.15） 11.97（9.22）

註： 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分數為任課教師與學生在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數的絕對值，分數愈小表示差異愈

小，一致性愈高。

先以角色楷模為受試者間變項，學生與教師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與前後測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

三因子混合設計的變異數分析，由於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1, 172）= 0.10, ns.），表示角

色楷模與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在前測與後測沒有差異。於是依照研究目的，分別就

前測與後測的資料，探討角色楷模與兩類教師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關係。以二因子混合設計模式進

行變異數分析，角色楷模為受試者間變項（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對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職業刻板

印象一致性為受試者內變項，師生在職業刻板印象之一致性分數為依變數，分別針對前測與後測的資

料進行檢定。

在前測方面，角色楷模與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1, 172）= 9.67, 

p  < .01），表示不同示範有利組的大學生，其與兩類教師的一致性有所不同。進一步考驗單純主要

效果，就「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而言，他們與兩類教師的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有顯著差異（F（1, 

141）= 6.59, p  < .05），認同技術教師為楷模者，其與技術教師在職業刻板印象的一致性（M 前測 = 

12.47）高於他們與一般教師的一致性（M 前測 = 14.73）。就「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而言，他們與兩

類教師職業刻板印象亦達顯著差異（F（1, 31）= 4.58, p  < .05），認同一般教師為楷模者，其職業刻板

印象與一般教師的一致性（M 前測 = 12.56）高於他們與技術教師的一致性（M 前測 = 16.75）。

在後測方面，角色楷模與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亦達顯著水準（F（1, 172）= 6.74, 

p  < .01），表示不同示範有利組的大學生，與兩類教師的一致性在後測時有所不同。單純主要效果的

考驗結果顯示，就「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而言，他們與兩類教師的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F（1, 141）= 4.56, p  < .05），認同技術教師為楷模者，其與技術教師職業刻板印象的一致性（M 後測 

= 13.48）高於他們與一般教師的一致性（M 後測 = 15.84）。就「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而言，其與兩類

教師的職業刻板印象一致性亦達顯著差異（F（1, 31）= 6.27, p  < .05），認同一般教師為楷模者，其職

業刻板印象與一般教師的一致性（M 後測 = 11.97）高於他們與技術教師的一致性（M 後測 = 15.97）。

綜合研究發現，可知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的大學生（屬於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其職業刻板印

象與技術教師較為一致；反之，角色楷模為一般教師的大學生（屬於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其職業

刻板印象則與一般教師較為一致。兩類教師楷模因其示範有利性的差異，對於學生職業刻板印象的影

響在一個學期的時距中相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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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的討論

研究結果指出，對於修習餐旅教育技術類課程的大學生而言，他們知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高

於一般教師。關於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偏好的前測資料指出，學生在經驗引導的偏好得分高於理論

引導，這種情況在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的學生身上會比角色楷模為一般教師者明顯。在後測資料中，

同樣顯示無論大學生的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其經驗引導的偏好得分皆高於理論引導。上

述研究發現符合原先的預測，意即在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中，技術教師示範有利性高於一般教師。研

究結果亦指出大學生在學習型態的偏好上和技術教師所示範與強調的經驗引導型式較為一致，由此可

以看出技術教師因其示範有利性的相對優勢，在合作教學中扮演著重要的示範角色。

本研究根據社會學習論關於楷模示範效應的有關因素中，歸納楷模對於觀察者是否會產生示範效

應的四項條件，以「行為示範者比其他競爭者更突出」而言，技術教師豐富的職場經驗及實務操作能

力，自然會比一般教師在口頭講解與理論分析較容易獲得學生注意。獲得到大學任教的技術教師，一

般都已在業界享有聲譽，甚至輝煌的得獎記錄，其實務技能較容易獲得學生的尊敬或喜歡。技術教師

與學生未來期待的職業角色相符（楊昭景，民 89），學生（觀察者）應傾向認為自己與技術教師（示

範楷模）較為相似。技術教師的專業表現也常在各種技能競賽中獲得肯定，就示範者的行為的強化而

言，技術教師的實作技能會比一般教師更具優勢，這亦是為何研究發現大學生修習餐旅技術課程時，

經驗引導型式的學習型態偏好高於理論引導型式的重要原因。

二、教學楷模的示範有利性及其示範效應的討論

交叉延宕方格分析的結果發現大學生知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愈高，後來的學習型態愈傾向經

驗引導型式，而學習型態愈傾向經驗引導型式，其後來認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也會愈高。一般教

師示範有利性與學生對於理論引導型式的偏好亦具有相互影響且效力相當的關係。在教學楷模對於學

生學習型態的影響方面，研究發現學生所偏好的學習型態和其所認同的教師楷模較為一致，這個結果

呼應 Carol（1991）的觀點，意即教師的學習型態會在教學過程中透過示範效應而影響學生，同時也

和 Honigsfeld與 Schiering（2004）、Charkins et al.（1985）的研究發現一致，教師的學習型態的確會

透過教學過程而對學生有重要影響。更重要的是，研究發現指出教師楷模的示範有利性在教師學習型

態對學生的影響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兩類教師在示範有利性的差異，造成學生的學習型態與較具有

示範有利性的教學楷模所示範的型式較為一致。

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的大學生（屬於技術教師示範有利組），其職業刻板印象與技術教師較為一

致；反之，角色楷模為一般教師的大學生（屬於一般教師示範有利組），其職業刻板印象則與一般教

師較為一致。大學生所認同之教師楷模對其職業刻板印象的影響，在一個學期的時距中相當穩定。研

究發現支持原先的推論，意即兩類教師楷模因其示範有利性的不同，使其所示範的職業刻板印象對於

學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就教學楷模職業刻板印象的示範效應而言，研究結果指出學生的職業刻板

印象與其所認同的教師楷模一致，一方面呼應 Keller（2001）的研究發現，教師的刻板印象會顯著影

響學生在特定科目學習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和 Fennema（1990）、Solomon（1997）的觀點一致，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所傳遞的刻板印象會使學生的刻板印象受其影響。同時，研究發現意謂在高等餐

旅教育技術課程的合作教學中，由於技術教師與一般教師的示範有利性有所差異，學生所觀察學習到

的職業刻板印象會和較具示範有利性的教學楷模一致。

在理論層面，研究發現支持示範有利性的新概念可以應用在探討不同教學楷模間示範效應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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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教師楷模的示範有利性在其對學生的示範效應中扮演明顯的中介作用（mediating effect），並

因此對學生的社會學習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示範有利性不僅為左右楷模示範效應的重要中介變數

（mediator variable），同時也是預測不同角色楷模對於觀察者之差異性影響的重要因素。在教育環境

裏，並非只有單一角色楷模，而是存在許多潛在楷模的示範，從競爭楷模示範有利性的相對優勢切

入，將可提供研究者或教育行政人員進一步釐清示範效應的來源為何，以及為何某些角色楷模比其他

楷模較具影響力。

三、結論

（一）合作教學中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高於一般教師

對於餐旅教育的大學生而言，教授廚藝課程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高於一般教師，並且兩類教師

在示範有利性的差異在一個學期內相當穩定。

（二）合作教學中大學生學習型態較偏向技術教師所強調的經驗引導型式

大學生修習餐旅技術課程時，無論其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經驗引導的偏好皆高於理

論引導，並且這種學習型態的差異性傾向在一個學期的時距中相當穩定。

（三）技術教師、一般教師的示範有利性與學習型態具有相互關聯性

大學生知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愈高，後來的學習型態愈傾向經驗引導型式，學習型態愈偏好

經驗引導型式，其後來知覺技術教師的示範有利性也愈高。同樣的相互關聯性亦出現在一般教師的示

範有利性與學生的理論引導偏好。

（四）修習技術課程大學生的職業刻板印象與其角色楷模一致

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的大學生，其職業刻板印象與技術教師較為一致；反之，角色楷模為一般教

師的大學生，其職業刻板印象則與一般教師較為一致。角色楷模對於職業刻板印象的影響在一個學期

的時距中相當穩定。

（五）高等技術教育宜審慎因應教師楷模對於學生的影響

由於研究發現指出技術教師容易成為學生所認同的角色楷模，並在教育實務現場上對於學生產生

重要的示範效應，技職校院在遴聘技術教師時，除了重視技術教師的專業成就外，亦應重視他（她）

們的人格、態度、信念、價值觀等，以期發揮正向的示範作用。

大學生所認同的教師楷模對於他們的學習型態、職業刻板印象有顯著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有一

定程度的穩定性。技職教育應在課程與教學、生涯輔導、以及行政配套措施上，面對這種情形給予通

盤的檢討與因應，才能有效提昇提高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就。

四、建議

（一）研究樣本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預試和正式樣本皆來自於單一學院的大學生，採取立意取樣選擇具有參與意願的研究樣

本，雖然該校為餐旅高等教育的代表性學校，但研究結果是否可類推至高等技職教育的所有技術類

課程應有所保留。基於研究樣本或許不能全然反映整體母群的特性，未來應考量以取樣地區更廣、更

多不同的技術類課程、以及更大樣本的參與者，進行多元樣本的檢驗，將可提高結果的「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在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所採取的「交叉延宕方格設計」的前後測間隔僅為一個學期，未來可以

採取較長時間的緃貫性研究，將更能探究教師楷模示範有利性及其對於大學生的示範效應是否有長期

的穩定性，同時亦可能發現影響示範效應穩定性的調節因子（moderators）或中介因子（mediators）。

（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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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皆為針對研究目的所自行編製，以示範有利性量表為例，該量表包括技

術教師與一般教師示範有利性兩個分量表，每位評量者在兩類教師的示範有利性上有兩種得分，未

來可以進一步改用「相對示範有利性」的方式，以兩類教師為量尺端點，評量該題目所敘述的示範

有利性在那一類教師身上較高，這種方式可以提高量表的建構效度，避免所謂「單一方法的偏差」

（mono-method bias; Cook & Campbell, 1979）。本量表的建構效度採取內部凝聚性（Anastasi & Urbina, 

1996）與 CFA的方式，在 CFA中，乃針對兩類教師示範有利性的分量表進行檢驗，未來可以針對研

究所界定之影響示範有利性的四個因素，進行因素結構（factor structure）的檢驗。

本研究針對餐旅教育技術類課程特性所編製的學習型態量表，雖然其內部一致性信度、再測信度

並非偏低，但預試樣本與研究樣本人數並非大規模樣本，誠如 Loo（2002）在針對 LSI進行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後的建議，他認為應該採取大樣本的方式進行學習型態量表的信、效度檢驗，才可

提昇其效果量（effect size）。

學習型態量表與職業刻板印象僅針對各分量表與其所屬題目進行 CFA的考驗，未來可根據「多

元特質多重方法模式」（Multitrait-multimethod Model，以下簡稱MTMM; Campbell & Fiske, 1959），

將本研究所發展的學習型態量表與其他學習型態的測量工具（例如，LSI, ILS, LSS, LSQ等），在

MTMM下進行「幅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檢驗。

（三）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為比較兩類教學楷模的示範有利性，後續可以進一步檢驗示範有利性與社

會學習之保留歷程（retention process）、行為塑造歷程（behavior production process）、以及動機歷程

（motivation process）等相關因素的關聯性，從中建立示範有利性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在教學楷模

的示範效應方面，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將學業成就、成就動機、職業興趣、生涯信念、生涯成熟、生

涯期待、生涯決策等相關因素納入研究範圍，更能夠全面了解教學楷模對於大學生學習與生涯發展的

影響。

由於本研究探討兩類教師對於大學生示範效應的影響乃針對餐旅教育的技術類課程，研究發現無

論大學生所認同的角色楷模為技術教師或一般教師，在學習型態上皆較偏向經驗引導型式，這種學習

型態的偏好是否會類化到其他非技術類或理論性的課程呢？再者，大學生是否會因課程特性而採取不

同的學習型態，也就是有所謂學習型態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這種學習策略的建構、協調及

選擇，是否亦可透過教學楷模的示範效應所習得呢？此外，由於影響大學生職業刻板印象的示範效應

來源還包括其他管道，例如，父母、同儕、媒體、聲望人士、工作經驗等等，後續亦可探討探討其他

楷模與教師間之示範有利性與示範效應的比較。

在課程與教學方面，從事高等教育的相關人員必須審視教學策略與教育環境是否與學生的學習

型態契合，如此才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Dollar, 2001; Harrelson, Leaver-Dunn, & Wright, 1998; 

Thompson, 1997）。根據教學與學習型態的「契合假說」（match hypothesis），學習型態與教學活動、

訓練者與受訓者學習型態是否配合，將影響學習成就（Hayes & Allinson, 1996），後續研究可以在

「契合假說」的觀點下，檢驗示範有利性對於課程、學習輔導、以及教材教法與學習成就關係的調節

作用（moderating effect），有助於找出影響大學生適性學習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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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The Role of Modeling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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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modeling priority between technical teachers and lecturing 

teachers, and whether the role models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and vocational stereotypes in 

th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of technical courses. One hundred and seventy-four freshmen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in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odeling priority of technical teach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ecturing teachers, which means that technical teache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dentified 

as role models by students i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s to learning styles, the colleg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preferred the experience-driven mode to the theory-driven mod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ir role models 

were technical or lecturing teachers. Cross-legged pan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perceiving higher 

modeling priority of technical teachers subsequently exhibited greater preferences for the experience-driven 

mode. Meanwhile, the students who initially preferred the experience-driven mode also perceived higher 

modeling priority of technical teachers subsequently. Similar relationships were found between modeling 

priority of lectur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eferences for the theory-driven mode. For the students who 

identified technical teachers as role models, their vocational stereotypes were more consistent with technical 

teachers than with lecturing teachers. In contrast, for students who identified lecturing teachers as role models, 

their vocational stereotypes were more consistent with lecturing teachers than with vocational teacher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 modeling priority, learning styles, and vocational stereotypes were stable over 

a one-semester period. Research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and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odeling priority, social learning theory, learning styles, vocational 
stereotypes


